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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建设用地扩张与用地－产出比率

———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王　群，王万茂

摘　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影响我国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严重关注。现

有成果中均将两者视为独立要素研究其间的关系。本文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视为一个整体，针对哈罗

德－多马 （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土地要素，应用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这个范畴作为两者

关系合理性的分析工具，并运用经济增长率 （︵Ｇ）、建设用地增长率 （︵Ｌ）和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 （︵ＬＯＲ）
三者之间的数理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揭示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开展经济增长的质量评价，以及测算

单位经济产出占用建设用地规模及其内涵潜力，取得了满意的预期，研究成果可为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研究和丰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内容以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可行的

实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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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向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９年的４．０４万亿
元增至２０１１年４７．１６万亿元，增长１１．６７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
全球份额由１９７９年的０．９８％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８．４％。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从２０１１
年的２８．６％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３．２％。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建设用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
济增长，建设用地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０．７４万平方公里，增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２万平方公里，增长６倍。
于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２００５年中国政府运
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研究则成为土地
利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虽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财富是依靠土地和劳动有机结合共同创造的，但近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关于经济增长经济学研究中却忽视了土地要素的应有作用。从土地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
地位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的特殊作用来看，忽视土地要素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能不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缺陷。为此，中国学者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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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研究中，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并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加以纠正，取得了很好
的成果。路径之一是应用中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实际数据，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为两个
相互关联的独立因素，开展经济计量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因果关系［１］［２］［３］［４］［５］［６］；路径之二是对传
统的Ｃ－Ｄ生产函数和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土地要素进行纠正，测算建设用地投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７］［８］。
但在上述的研究过程中有关学者均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作为两个独立要素之间的关系加以研

究，仅注意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共体相生的一面，都没有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
扩张作为整体来进行考察。忽视了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方式对建设用地扩张
影响之间的辩证关系，未能充分解释、预测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系，以及识别两者关系的
合理性。本文拟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两者组成相互共生的整体，借鉴哈罗德－多马 （Ｈａｒ－
ｒｏｄ－Ｄｏｍａｒ）模型，引入土地要素，应用 “用地－产出比率” （Ｌ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简称ＬＯＲ）这
个范畴来揭示与评价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两者之间关系。这就决定了在研究过程中，要将研究对象
定格为包含经济增长的建设用地和包含建设用地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本文在关注包含用地因素和经济因素在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关

系，更注重用地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含绝对作用、相对作用和作用强度变化。本文引用
“用地－产出比率”这个范畴，将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纳入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分析研究，试图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从而为土地利用
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开拓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空间。

二、理论分析：对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纠正

土地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性质的贡献。
古典经济学先驱威廉·配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在 《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中流传至今的名言：“土地为
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能动要素。”马克思 （Ｍａｒｘ）在 《资本论》（１８６７年）中指出，“土
地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存的永久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与再生产条件”，“土地是人类劳动
的一般对象和生产的最初条件。”萨伊 （Ｓａｙ）将财富的生产归功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 （土地）三
者的协同作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生产三要素。马歇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把土地、资本和劳动作为主要
的生产要素，并认为地租是土地生产要素对产品及其价值所作贡献的报酬。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研
究经济增长时，考虑最多的是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以及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忽视了土
地要素的直接作用，强调资本对土地的替代性 （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１９５６；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６２；Ｎｏｒｔｈ，

１９８１）。诺思 （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也没有将土地要素的丰裕程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土地要素的作用，其直观的原因是土地供给缺乏弹性，认为一个经济体

的 “土地数量没有变化”［９］（Ｐ４６－４８）。其理论依据是１９世纪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ｂｏ）的假设，
李嘉图认为土地供给是固定不变。应当指出，对这句话这样理解有失偏颇，李嘉图所指土地要素的
总量是固定不变的，但土地利用类型即土地用途却可以改变的。大量实践证明，随着经济增长，具
体表现为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在我国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３．５８倍，年
均增长６．８％，加上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向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土地配置效率，保障了宏观经济
的稳定增长［１０］（Ｐ６２－６７）。无论农业用地还是建设用地，均在各自作用领域发挥着促进和影响经济增长
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具有 “自然的生产力”的农业用地，直接与劳动资本相结合对产出作贡
献。在工业生产中，建设用地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但为生产活动提供空间和场所，而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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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间接贡献，正如马克思把土地看作广义的劳动手段，“它们不是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
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进行”①。近３０年中国的实践有力证明，建设用地规
模扩张会制约投资的增幅，进而影响社会物质资本存量，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建设用地对经济增
长的最终贡献，不仅要看因其促进的用地 “数量”，而且要看因其促进的用地 “质量”，表现为用地
产出效率的增加［１１］（Ｐ４１－４２）［１２］（Ｐ７－１０）。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
段，也就是从 “马尔萨斯增长” （Ｍａｌｔｈ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向 “索洛增长” （Ｓｏ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的转变中，
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出其特殊性。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应当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
土地要素加以纠正和完善。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选择的 “用地－产出比率”（ＬＯＲ）这一范畴，开展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研

究，是针对哈罗马－多的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土地要素使其加以完善。众所周知，哈罗德 （Ｈａｒｒｏｄ，

１９３９）和多马 （Ｄｏｍａｒ，１９４６）两位英、美经济学家共同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领域。哈罗德

－多马 （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经济增长模型已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最基本的模型，后续的经济增
长模型均为或少或多地针对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修正和完善［１３］（Ｐ９８－１００）。哈罗德－多马的
经济增长模型中使用了三个增长率，即实际增长率、有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在三者相等的条
件下经济增长可保持长期稳定。应当指出的是，哈罗德增长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

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即Ｇ＝αｎ
，式中Ｇ—经济增长率，α—储蓄率 （国民生产总值Ｙ 的某一定

比例）；ｎ—资本－产出比率 （ｎ＝Ｋ／Ｙ，Ｋ—投资 （资本贮量））。多马增长模型思路是经济增长取
决于储蓄率 （α）和资本生产率 （σ），即Ｇ＝σα。哈罗德模型中使用 “资本－产出比率ｎ”，多马模

型中使用 “资本生产率σ”，两者互为倒数σ＝１ｎ
，即资本生产率σ＝ＹＫ

，资本－产出比率ｎ＝ＫＹ
。

在实践中常采用哈罗德 （Ｈａｒｒｏｄ）公式中的 “资本－产出比率”，即每一单位产出需要投入几个单
位资本，并认为这项指标计算简便，可以避免使用 “资本生产率”时可能产生的歧义［１４］（Ｐ１３６－１３８）。
经济增长要保持长期稳定，就要满足以下条件：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如果
实现了就是经济增长的 “黄金时代”。
针对现有关于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关系研究文献中，都把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两者分开单独研

究［１５］（Ｐ７２－７４），仅注意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相互关联的一面，缺乏对济增长与建设
用地作为共体相生的总体观察［１６］［１７］［１８］。为此，本文中针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土地
要素，启用 “用地－产出比率 （Ｌ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简称ＬＯＲ）”这项指标，借以分析经济增长与
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其目的在于强调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两者之间内在联系和共体相生作用。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作为整体系统不是静止的或匀速上升的过程，而是动态的波动过程，
不是在原有结构上的简单扩张过程，而是在结构变动中的变化过程。只有在动态的演进过程中，才
能清晰地显示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变化过程的 “全息投影”，才能在理论上说明 “经济增长－
建设用地”的长期变化如何由结构变动和短期波动引起，而短期波动和结构变动又如何受制于长期
变动［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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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共体作为研究对象，并应用 “用地－产出比率”这个范畴作为

分析的主要指标，只要分析经济增长变量与建设用地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 “用地－产出比率”

的机制和环节，就是指在时间序列中，其上升和下降的变化过程。“经济增长－建设用地”概念强

调的是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的内在联系，强调加速经济增长与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具有同等重要性，

最终强调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规模的合力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为了建立 “建设用地－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必须分析用地变量和经济变量的基本关系，本

文中选择 “用地－产出比率”（ＬＯＲ）为 “建设用地－经济增长”共体的表征指标，其变化过程体
现两者的合力效应，并作为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合理性的分析工具［２１］。从这个范畴的内

涵可知，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是经济产出 （Ｇ）和建设用地规模 （Ｌ）的函数即ＬＯＲ＝

ｆ （Ｌ，Ｇ），称为用地－产出比率函数，式中ＬＯＲ—用地－产出比率，Ｌ—建设用地规模，Ｇ—经济
产出总量。这个函数具有以下特点：在建设用地规模Ｌ固定不变时，ＬＯＲ是经济产出总量单调减
函数，即ｄＬＯＲ／ｄＧ＜０，即随着经济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下降；在经济产出总量Ｇ不变，ＬＯＲ则是
建设用地规模的单调增函数，即ｄＬＯＲ／ｄＬ＞０。根据 “函数”存在的条件，用地－产出比率无论上
升还是下降，都是大于零的正数。若用Ｌ （ｔ）表示单元在ｔ年的建设用地规模，Ｇ （ｔ）表示单元在

ｔ年的经济产出量，一般用ＧＤＰ总量表示。

该单元在ｔ年的用地－产出比率 （ｙ （ｔ））就等于Ｌ （ｔ）除以Ｇ （ｔ），即

ｙ （ｔ）＝Ｌ （ｔ）／Ｇ （ｔ）

对上式的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Ｌｎｙ （ｔ）＝ＬｎＬ （ｔ）－ＬｎＧ （ｔ）

上式的两边对时间ｔ求导数，得到

ｄｙ （ｔ）／ｄｔ
ｙ （ｔ） ＝ｄＬ

（ｔ）／ｄｔ
Ｌ （ｔ） －ｄＧ

（ｔ）／ｄｔ
Ｇ （ｔ）

如果用点 “· ”表示对时间的导数，则上式可以写为ｙ＝Ｌ－Ｇ，其中三项分别表示为用地－
产出比率增长率等于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减去经济产出增长率，如果用 “∧”表示 “增长率”，则

上式可改写为ｙ^＝^Ｌ－^Ｇ，反映三个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数理关系，例如，^Ｌ＝３％，^Ｇ＝２％，则ｙ^
＝１％。如果某单元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保持不变Ｇ^＝２％，那么，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 （^ｙ），将随
实际用地规模增长率 （^Ｌ）的提高 （或下降）而按相同的比率提高 （或下降）。即当 Ｇ^＝２％，^Ｌ提
高为４％，则ｙ^提高为２％。如果某单元实际用地总量增长率保持不变Ｌ^＝３％，那么，用地－产出
比率增长率 （^ｙ）将随着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的提高 （或下降）而按相同的比率下降 （或提高）。即
当Ｌ^＝３％，^Ｇ提高为３％，则ｙ^降为零。显然，上述两种定义既是密切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２２］。

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大于零时，用地－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可能大于零，也可能等于零或小于零，主

要取决于建设用地规模的增长率的状况。用地－产出比率的增长变化同时取决于建设用地总量的增

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的变化，应当维持三者之间一种均衡关系，以评价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

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及其合理程度。

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作为研究时间段，研究对象为全国层次和３１个省 （市、区）层次。经

济增长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建设用地数据取自国土资源部编制的历年 《国土资源统

计年鉴》，并依据２００９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进行修正。所有年份的ＧＤＰ总值按照折算指数

换算为２０００年可比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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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及各省区实际用地－产出比率的历年变化

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及各省区的建设用地面积
与经济产出总量的有关数据，测算历年中国及省区实际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如表１、表２所
示）。用以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和省区 “建设用地－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实证考
察，说明我国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在长期趋势中呈现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是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这两个变量的函数，是随着这两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用地－
产出比率 （ＬＯＲ）是用地产出率指标的倒数，所以也可以用以反映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水平。若
ＬＯＲ下降，表示用地产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若ＬＯＲ上升，表示用地产
出效率的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的提高，为此，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土地利用方
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表１　中国实际用地－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年份 ＬＯＲ △ＬＯＲ ︵ＬＯＲ 年份 ＬＯＲ △ＬＯＲ ︵ＬＯＲ
２０００　 ３０７．５９８ ——— ———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５５７　 １４．５０６ －０．０９７　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８２．９９６　 ２４．６００ －０．０７９　９８　 ２００９　 １２６．５７８　 ６．９７９ －０．０５２　２５
２００２　 ２６１．１６７　 ２１．８２９ －０．０７７　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１４．０３６　 １２．５４２ －０．０９９　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３５．５４４　 ２５．６２３ －０．０９８　１１　 ２０１１　 １０３．８１４　 １０．２２２ －０．０８９　６４
２００４　 ２１０．９２３　 ２４．６２１ －０．１０４　５２　 ２０１２　 ９５．６５１　 ８．１６３ －０．０７８　６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８．５１５　 ２２．４０８ －０．１０６　２３　 ２０１３　 ８８．６８２　 ６．９６９ －０．０７２　８５
２００６　 １６７．８３９　 ２０．６７６ －０．１０９　６７　 ２００４　 ８３．３４７　 ５．３３５ －０．０６０　１６
２００７　 １４６．４３４　 １９．７７６ －０．１１７　８２

　　注：表中单位为公顷／亿元，×１００％。符号 “∧”和 “△”分别为增长率和差值。

表２　中国各省 （区、市）用地－产出比率的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省 （区、市） ２０００年ＬＯＲ２０１４年ＬＯＲ ︵ＬＯＲ实际值 省 （区、市） ２０００年ＬＯＲ２０１４年ＬＯＲ ︵ＬＯＲ实际值
１．北京 １１５．０９　 ３６．０２ －０．０４９　０　 １９．广东 １６２．９８　 ４４．８４ －０．０５１　８
２．天津 １８２．９４　 ２７．４９ －０．０５６　８　 ２０．广西 ４０７．５３　 １２２．５２ －０．０４９　９
３．河北 ３２１．７１　 １０２．１８ －０．０４８　７　 ２１．海南 ５２２．９０　 １４８．２６ －０．０５１　２
４．山西 ４８６．４８　 １４３．３５ －０．０５０　４　 ２２．重庆 ３１７．８８　 ７３．６８ －０．０５４　８
５．内蒙古 ９６４．２１　 １６０．２１ －０．０５９　６　 ２３．四川 ３７１．１２　 ８８．４９ －０．０５４　４
６．辽宁 ２７７．３４　 ７４．６４ －０．０５２　２　 ２４．贵州 ５０４．６１　 １３７．８６ －０．０５１　９
７．吉林 ５６７．９５　 １２１．８６ －０．０５６　１　 ２５．云南 ３６３．１３　 １２９．９３ －０．０４５　８
８．黑龙江 ４４３．５７　 １２０．５１ －０．０５２　０　 ２６．西藏 ４０４．３９　 ２３８．６７ －０．０２９　３
９．上海 ４７．０７　 １７．００ －０．０４５　６　 ２７．陕西 ４６１．８２　 １０４．８１ －０．０５５　２
１０．江苏 １９２．４４　 ５１．９７ －０．０５２　１　 ２８．甘肃 ９７８．８９　 ２１１．５０ －０．０５５　９
１１．浙江 １２９．３３　 ４７．６３ －０．０４５　１　 ２９．青海 １　２０５．０９　 ２５１．５１ －０．０５６　５
１２．安徽 ５１２．２５　 １４０．１７ －０．０５１　８　 ３０．宁夏 ６３８．９３　 ２５６．８３ －０．０４２　７
１３．福建 １３４．２９　 ４１．８４ －０．０４９　２　 ３１．新疆 ８４４．２６　 ２　２７９．７０ －０．０４７　８
１４．江西 ４１８．７８　 １２８．５３ －０．０４９　５ 平均值 ４２８．７１　 １１８．０４ －０．０５０　８
１５．山东 ２６１．０８　 ６５．８１ －０．０５３　４ 最大值 １　２０５．０９　 ２７９．７０
１６．河南 ３９９．３４　 １０８．０４ －０．０５２　１ 最小值 ４２８．７１　 １１８．０４
１７．湖北 ３０４．９７　 ８２．２７ －０．０５２　２ 标准差 ８３６．３０　 ８１．２８
１８．湖南 ３４７．７８　 ９１．１４ －０．０５２　７ 极差 ２５．６倍 １６．１４倍

　　注：表中ＬＯＲ—用地－产出比率 （公顷／亿元），︵ＬＯＲ—用地－产出比率年均增长率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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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实际用地－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在全国层面而言 （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实际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总体上呈
不断下降的趋势，单位经济产出占用建设用地面积
由３０７．５９８公顷下降至８３．３４７公顷，１４年减幅

７２．９％，年均５．２％。在２０１０年以前，ＬＯＲ增长率
有升有降 （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年均－
９％），但在２０１０年以后ＬＯＲ增长率显著持续下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年均－７．５％），ＬＯＲ的变化这充
分说明了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摆脱依赖增加土
地要素投入的困境，经济发展的质量得以提高，增
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省区层面而言 （如表２所示），省际之间实际

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水平变动较大，其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８３６．３０和８１．２８；极差系
数分别为２５．６倍和１６．１４倍。反映不同年份用地－产出比率标志变异程度的不同差异。２０１４年用
地－产出比率的标准差较小，说明其离散程度也就亦小，分布曲线就呈现狭而高的隆起状态。以低
于ＬＯＲ省际平均水平省区的数量而言，２０００年为１１个省区，２０１４年则为１５个省区，这种现象反
映省际之间ＬＯＲ差距呈扩大趋势。但是从纵向来看，这项指标在总体上又呈下降趋势，其平均值
由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８．７１公顷／亿元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１８．０４公顷／亿元，年均下降率为５．０８％。随着用地

－产出比率 （ＬＯＲ）的下降，意味着省区用地产出效率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经济结构在
改善，逐步摆脱单纯依赖土地投入的状况在减弱，标志着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随着用地－产出
比率 （ＬＯＲ）的上升，表示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意味着经济缺乏技术进步或者缺乏动态效率的
改进机制，经济增长则不可能长期维持。

图２　经济增长与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相关图

五、用地－产出比率对经济增长与用地扩张的影响

为了从整体上来解释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的经济
增长率对同一时间的实际用地－比率增长率做
一个回归观察，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Ｙ，用地
－产出比率增长率为自变量Ｘ。图２给出两者
之间 “散点”分布，直观地显示了经济增长率
与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所估
计出的线性趋势方程为Ｙ＝－０．７９８　Ｘ＋０．０４６。
如图２所示，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的变

化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方向呈相反方向，两者
是负相关关系，这种现象充分说明这个时期内
用地－产出比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变动方向
不一致。这个发散的模式可以通过图１更加直
观显示出来：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随着建
设用地规模适当扩展，使用地－产出比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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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呈下降的趋势，其增长率为负值，意味着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保证经济增长具有可
持续性。为了进一步考察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以及对建设用地规
模形成的含义。再回到用地－产出比率的增长率这个范畴上来。应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产出
和用地规模数据计算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时，文中使用如下增长率定义：

︵Ｌ
Ｇ（ ）ｔ ＝Ｌｔ／Ｇｔ－Ｌｔ－１／Ｇｔ－１Ｌｔ－１／Ｇｔ－１

＝Ｌｔ
／Ｌｔ－１
Ｇｔ／Ｇｔ－１

－１＝
（Ｌｔ－Ｌｔ－１／Ｌｔ－１）＋１
（Ｇｔ－Ｇｔ－１／Ｇｔ－１）＋１

－１＝
︵Ｌｔ－︵Ｇｔ
︵Ｇｔ＋１

式中，Ｌ和Ｇ 分别代表建设用地规模和经济产出总量水平，下标ｔ表示即期，ｔ－１表示前期，
符号 “∧”代表 “增长率”。应用上列估计方程，可以进一步揭示经济增长率与用地－产出比率增
长率之间的变化规律以及对建设用地规模形成的影响。若 ︵Ｇ上升时，则 （︵Ｌ／Ｇ）ｔ下降，根据文中定

义的用地－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公式可知，在 ︵Ｇ上升时，（︵Ｌｔ－︵Ｇｔ／︵Ｇｔ＋１）若要下降，要求 ︵Ｌ至少不

应有上升的压力，即 ︵Ｌ可以下降或者不变。同样，当 ︵Ｇ下降时，（︵Ｌ／Ｇ）ｔ会上升，同样依照文中给

出的用地－产出比率的定义可知，要求 ︵Ｇ下降时，（︵Ｌｔ－︵Ｇｔ／︵Ｇｔ＋１）若要上升，至少不应有下降的

压力，即 ︵Ｌ可以上升或不变。

图３　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与用地－产出
比率增长率的相关图

为了从整体上来解释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建设用地扩
张的变动趋势，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的建设用地
规模增长率对同一时期的实际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做
一个回归分析，图３给出两者之间 “散点”分布，直观
地显示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所估计出的线性趋势方
程为Ｙ＝＋０．３９２　Ｘ＋０．０５２。

Ｙ 与Ｘ 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系数Ｒ＝０．６０７，
拟合优度Ｒ２＝０．３６８，调整后拟合优度Ｒ２＝＋０．３６１，
标准估计的误差＝０．０１０　３１０　３，Ｆ统计量＝６．９９８，Ｐ＝
０．０２１＜０．０５。回归模型的截距ａ＝０．３９２，斜率ｂ＝
０．０５２，计算结果表明，在 Ｙ 的离差平方和中，约有

６０．７％可由Ｘ取值的变化来确定，也就是说Ｙ 与Ｘ 的
数量关系是很密切的。说明可以应用用地－产出比率这
项指标表述建设用地扩张状况。从上述方程可知，当用地－产出比率每增长１％就会导致建设用地
规模增长率提高０．３９２％。

六、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评价：“用地－产出比率”视角

以上分析分别说明了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扩张与用地－产出比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

随着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规模的变化，用地－产出比率指标水平也随之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应用
用地－产出比率这项指标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之间关系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下面拟将经济增长、建设用地规模与用地－产出比率三者纳入一个共体系统，加以分析研究，

应用 “用地－产出比率”科学范畴，作为评价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的判别依
据，以提供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在全国层面上，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产出总量与建设用地规模数据，分别计算全国和
省区历年的经济增长率 （︵Ｇ）、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 （︵Ｌ）和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 （︵ＬＯＲ）。在图４
上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增长率，横轴以上为正值，横轴以下为负值，绘制三条曲线反映三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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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国层面上 ︵Ｌ、︵Ｇ和︵ＬＯＲ历年变化
曲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素增长率的变动轨迹。很明显︵ＬＯＲ曲线的波动状
况受制于 ︵Ｌ 曲线和 ︵Ｇ 曲线波动状况的影响。在
２０１０年之前，三条曲线波动起伏明显，︵Ｇ 曲线的
波动形成︵ＬＯＲ曲线的波峰和波谷。在实际数值层
面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期间三项因素实际增长率的
平均值分别为 ︵Ｌ＝ ＋１．７５％，︵Ｇ＝ ＋１１．７１％，
︵ＬＯＲ＝－８．８９％ （如表４所示），说明中国经济增
长率和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均呈正值，而相应的用
地－产出比率增长率呈负值且逐年递减，历年呈下
降趋势，反映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规模的两者综合
作用结果呈递减趋势，表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
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说明经济增长对土地
的依赖性减弱和可持续性在提高。至于三项因素增
长率之间的均衡性和合理性有待应用模型进一步

判别。根据评价模型︵ＬＯＲ＝︵Ｌ－︵Ｇ即用地－产出比
率增长率等于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减去经济增长

率，将数据代入模型，首先，计算︵ＬＯＲ理论值，再
将其与︵ＬＯＲ实际值相比较得到偏差，作为经济增
长和建设用地规模双因素之间关系合理性的判别

标准和依据 （如表４所示），具体计算过程是：
︵ＬＯＲ理论＝－９．９６％，︵ＬＯＲ实际＝－８．８９％，

△︵ＬＯＲ＝︵ＬＯＲ实际－︵ＬＯＲ理论
＝－８．８９％－ （－９．９６％）＝＋１．０７％

表４　历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建设用地增长率与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的变化 （％）

年份 ︵ ︵Ｌ　 Ｇ ︵ＬＯＲ实际 ︵ＬＯＲ理论 △︵ＬＯＲ＝︵ＬＯＲ实际－︵ＬＯＲ理论
２０００ — — — — —

２００１ ＋０．６９ ＋９．４４ －８．００ －８．７５ ＋０．７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４ ＋１０．５７ －７．７１ －８．５３ ＋０．８２
２００３ ＋１．１０ ＋１２．１０ －９．８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０４ ＋１．５６ ＋１３．４２ －１０．４５ －１１．８６ ＋１．４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７ ＋１３．２０ －１０．６２ －１２．０３ ＋１．４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８ ＋１３．８７ －１０．９７ －１２．４９ ＋１．５２
２００７ ＋１．０９ ＋１４．６０ －１１．７８ －１３．５１ ＋１．７３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１２．０１ －９．８０ －１０．９８ ＋１．１８
２００９ ＋５．８７ ＋１１．７１ －５．２２ －５．８４ ＋０．６２
２０１０ ＋１．９４ ＋１３．１５ －９．９０ －１１．２１ ＋１．３１
２０１１ ＋１．７９ ＋１１．８１ －８．９６ －１０．０２ ＋１．０６
２０１２ ＋１．６２ ＋１０．２９ －７．８６ －８．６７ ＋０．８１
２０１３ ＋１．４８ ＋９．４６ －７．２９ －７．９８ ＋０．６９
２０１４ ＋１．７５ ＋８．２６ －６．０２ －６．５１ ＋０．４９
平均 ＋１．７５ ＋１１．７１ －８．８９ －９．９６ ＋１．０７

　　注：︵Ｌ—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Ｇ—经济增长率，︵ＬＯＲ—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ＬＯＲ实际—实际值，︵ＬＯＲ理—理论
值，△︵ＬＯＲ—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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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ＬＯＲ偏差为＋１．０７％，因此为了协调三项因素增长率处于合理区间和水平，根据
评价模型的原义和回归分析中经济增长与用地－产出比率呈负相关关系，应将︵ＬＯＲ实际值提高
１．０７％才得以实现数理恒等。这就意味着在现实建设用地规模条件下，应进一步提高这期间经济增
长率幅度达１．０７％，作为两者之关系合理性的调整空间，以实现评价模型中等式两边数值相等。
通过以上评价可知，就全国层面而言，为了使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处于均衡和协调状
态，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下降调整空间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再上调幅度为１．０７％，这就要求进一
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以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省区层面上，根据有关数据计算结果表明 （如表５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期间我国各省经济

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同步增长，在这期间经济增长３．７８倍，建设用地规模增加３４．９０％，这说明
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追加土地要素投入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性依然存在。但是
在此期间ＬＯＲ函数值为负值，各省ＬＯＲ平均变化率为７１．２３％，反映我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和土地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单位ＧＤＰ占用建设用地规模在逐渐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依赖程度
在缩减，但ＬＯＲ函数值在省际之间差异明显，以２０１４年为例 （原始数据略），每亿元ＧＤＰ占用建
设用地规模最高达２７９公顷 （新疆），最低则为１７公顷 （上海），两者相差２６２公顷，全距系数为

１６．４倍，反映我国各省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率尚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依据经济增长与
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评价模型分析，２０１４年各省的︵ＬＯＲ实际值均为负值且均小于︵ＬＯＲ理论值。
在省区层面上，为了协调两者之间关系，实现三项因素增长率相等，也就是说，当用地－产出

比率增长率等于建设用地增长率减于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之间关系处于合
理限度之内，为此，必须使︵ＬＯＲ实际值等于︵ＬＯＲ理论值，使△︵ＬＯＲ差值＝０。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我国１４年间３１个省区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率 （︵Ｌ）和经济增长率 （︵Ｇ）分别为０．０２６　７
和０．２７０　２，计算测得的︵ＬＯＲ实际值为－０．０５０　８。依据评价模型，计算︵ＬＯＲ理论值：
︵ＬＯＲ＝︵Ｌ－︵Ｇ＝０．０２６　７－０．２７０　２＝－０．２４３　５ （％）
︵ＬＯＲ实际－︵ＬＯＲ理论＝△︵ＬＯＲ差值－０．０５０　８－ （－０．２４３　５）＝＋０．１９２　７ （％）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用地－产出比率增长率的差值为０．１９２　７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率与建

设用地规模增长率的均衡协调，需要调整这两个因素使△︵ＬＯＲ偏差为零即△︵ＬＯＲ＝０。根据用地－
产出比率的定义ＬＯＲ为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的函数，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应上调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１４年期间经济增长率０．１９２７ （％），年均应上调０．０１３８ （１．３８％），以实现三项因素增长率恒等的
数理要求。上调经济增长率直接影响用地－产出比率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单位经济产出占用建设用
地规模的减幅，直接反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的潜力和空间［２３］。

七、成果应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ＬＯＲ （用地－产出比率差值）这项指标已成为评价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
扩张之间关系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同时，据此可以作为测算各省区进一步提高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
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依据，和分析评价各省区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规模之间关系状况，以保证两者
的函数值处于合理区间。
上述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之中。具体来讲，用地－产出比率差值可用作测算

单元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重要依据，为此依据各省区用地－产出比率差值数据，对其进行统计分
组，具体表明在各省区建设用地既定规模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上调的幅度，以减少单位经济产出占
用建设用地规模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潜力。按照年均△︵ＬＯＲ差值 （如表５所示）作为标志，
组距为０．５％，对总体进行统计分组 （如表６所示），统计分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上调１．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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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３个省区；上调１．０％～１．５％的有２０个省区；上调１．５％～２．０％的有６个省区；上调２．０％
以上有２个省区，分别占省区总数的９．６％、６４．５％、１９．４％和６．５％。

表５　中国各省区︵ＬＯＲ理论值、︵ＬＯＲ实际值、△︵ＬＯＲ差值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单位：％）

省份 ︵ＬＯＲ实际值 ︵ＬＯＲ理论值 Δ︵ＬＯＲ差值 省份 ︵ＬＯＲ实际值 ︵ＬＯＲ理论值 Δ︵ＬＯＲ差值
１．北京 －０．０４９　０ －０．１９５　４ ＋０．１４６　３　 １７．湖北 －０．０５２　２ －０．２４８　５ ＋０．１９６　３
２．天津 －０．０５６　８ －０．３７８　１ ＋０．３２１　３　 １８．湖南 －０．０５２　７ －０．２５１　４ ＋０．１９８　７
３．河北 －０．０４８　７ －０．２０２　１ ＋０．１５３　４　 １９．广东 －０．０５１　８ －０．２３５　４ ＋０．１８３　６
４．山西 －０．０５０　４ －０．２１７　８ ＋０．１６７　４　 ２０．广西 －０．０４９　９ －０．２３８　６ ＋０．１８８　６
５．内蒙古 －０．０５９　６ －０．４２５　２ ＋０．３６５　６　 ２１．海南 －０．０５１　２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７６　７
６．辽宁 －０．０５２　２ －０．２４１　５ ＋０．１８９　３　 ２２．重庆 －０．０５４　８ －０．３０４　６ ＋０．２４９　７
７．吉林 －０．０５６　１ －０．２７４　０ ＋０．２１７　９　 ２３．四川 －０．０５４　４ －０．２７３　８ ＋０．２１９　４
８．黑龙江 －０．０５２　０ －０．２１３　８ ＋０．１６１　８　 ２４．贵州 －０．０５１　９ －０．２５１　２ ＋０．１９９　３
９．上海 －０．０４５　６ －０．１７９　９ ＋０．１３４　３　 ２５．云南 －０．０４５　８ －０．１８９　３ ＋０．１４３　４
１０．江苏 －０．０５２　１　 ０．２６３　０ ＋０．２１０　９　 ２６．西藏 －０．０２９　３ －０．１４７　６ ＋０．１１８　３
１１．浙江 －０．０４５　１ －０．１９８　８ ＋０．１５３　７　 ２７．陕西 －０．０５５　２ －０．２９４　５ ＋０．２３９　３
１２．安徽 －０．０５１　８ －０．２３９　９ ＋０．１８８　０　 ２８．甘肃 －０．０５５　９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１６　１
１３．福建 －０．００４　９２ －０．２４１　３ ＋０．１９２　１　 ２９．青海 －０．０５６　５ －０．２８７　０ ＋０．２３０　５
１４．江西 －０．０４９　５ －０．２４０　２ ＋０．１９０　７　 ３０．宁夏 －０．０４２　７ －０．１９２　８ ＋０．１５０　１
１５．山东 －０．０５３　４ －０．２６５　３ ＋０．２１１　９　 ３１．新疆 －０．０４７　８ －０．２１６　５ ＋０．１６８　７
１６．河南 －０．０５２　１ －０．２４０　０ ＋０．１８７　９ 平均值 －０．０５０　８ －０．２４３　５ ＋０．１９２　７

表６　中国各省区年均经济增长率增幅分组 （单位：％）

分组类别 省区名称

１．０以下 上海、西藏、甘肃 （３）

１．０～１．５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新疆、云南、宁夏 （２０）

１．５～２．０ 吉林、山东、重庆、四川、陕西、青海 （６）

２．０以上 天津、内蒙古 （２）

　　注：年均经济增长率增幅依据年均△︵ＬＯＲ差值计算。

除此以外，将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作为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系统的表征指标，依据原
始数值和评价功能的不同，形成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不同单元的用地－产出比率指标值，加上评
价目的和功能的差异，可以构建ＬＯＲ实际、ＬＯＲ基准、ＬＯＲ极差 和ＬＯＲ边际 系列指标。其具体算式为：
ＬＯＲ实际＝Ｌ／Ｇ，用以评价不同单元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系统的利用现状水平；ＬＯＲ极差 ＝
ＬＯＲ实际－ＬＯＲ基准，用以评价不同单元 “经济增长－建设用地”系统的利用潜力水平；ＬＯＲ基准作为
评价的参照系，可选用用地－产出比率区域平均水平或地区平均水平或全国平均水平；ＬＯＲ边际＝
△Ｌ／△Ｇ，式中△Ｌ、△Ｇ—用地增量、经济产出增量，Ｌ—建设用地面积，Ｇ—经济产出总量，用
以评价不同单元前后时期 （ｔ，ｔ－１）用地增量与经济产出增量的合理性。上列各项系列指标可用
以同步评价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不同单元的土地利用现状水平、利用潜力和单位经济产出增量占
地合理性，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八、结　语

历史和实践告诫人们，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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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要求更多的经济承载空间和基地，构成了用地规模扩张的直接动因，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
的因果关系，要求人们把用地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作为共体相生的总体进行考察，这就决定了本文
研究对象，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用地规模扩张”，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经济增长”，而是包含用
地规模扩张因素在内的经济增长，即 “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因此本项研究采用 “用地－产出比
率 （ＬＯＲ）”作为核心指标，视其为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的函数，体现两者的合力效应，其理论模
型为ＬＯＲ＝Ｆ （Ｌ，Ｇ），ＬＯＲ＝Ｌ／Ｇ。ＬＯＲ是一项复合指标，随着Ｌ和Ｇ 两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
有在动态的演进过程中，才能清晰地显示用地规模－经济增长过程的 “全息投影”，才能在理论上
说明，两者之间的长期变动如何由结构变动和短期波动引起，而短期波动和结构变动又如何受制于
长期变动。同时，应用这种方法具有简明、直观、严密、易测度的特点，能直接揭示经济增长与建
设用地扩张之间关系，同时可以反映经济增长受制于用地规模扩张，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
研究证明，本项研究引用 “用地－产出比率 （ＬＯＲ）”这个范畴，为开展经济增长与用地扩张

之间关系以及增长经济学和土地利用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证方法，具体来讲：
（１）ＬＯＲ为研究包含建设用地扩张的经济增长和包含经济增长的建设用地扩张提供系统平台和约
束条件。（２）ＬＯＲ直观反映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依赖程度。ＬＯＲ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建设用
地的依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经济增长率直接受制于用地规模增长率。（３）ＬＯＲ值的增减体现
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两因素作用的合力效应。当Ｌ固定不变时，ＬＯＲ是Ｇ 单调的减函数ｄｙ／ｄｇ＜
０，也就是在建设用地规模不变时，ＬＯＲ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当Ｇ固定不变时，ＬＯＲ是Ｌ 单调
增函数ｄｙ／ｄｇ＞０，也就是说，在经济产出总量不变时，ＬＯＲ随着建设用地规模扩大而增大。（４）

ＬＯＲ是一项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ＬＯＲ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不以占用建设用地为代价，具
有可持续性，表明经济发展质量随之提高，反之ＬＯＲ则上升，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其质量
在下降。（５）ＬＯＲ可直接用以测算单位 ＧＤＰ占用建设用地面积。ＬＯＲ 直接作为政府考核单位
ＧＤＰ占用建设用地面积提供依据，直接回答评价单元的单位 ＧＤＰ产出所占用建设用地面积的问
题，体现从土地要素的投入面，为开展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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